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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規劃，是一套制定發展戰略目標和實踐路徑的

治國理政工作方法論。通過規劃工作，堅持「有效市

場」和「有為政府」相結合。

香港特區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，這是一

項接近「從零開始」的工作，香港過往並沒有制式化、

周期化的五年規劃編制傳統。相比之下，內地已經擁有

相對成熟的規劃編制流程與執行機制。然而，香港與內

地在制度背景、社會運作、經濟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，

必須在深入理解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（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》）整體

戰略方針的前提下，找到能夠最大化香港優勢，同時符

合本地制度特色的發展路徑。香港五年規劃是立足「一

國兩制」的制度優勢、自由市場經濟特色，以融入與服

務國家發展大局為核心，為香港量身構建的專屬發展

體系。

香港制定五年規劃，先要釐清一個基礎問題：國家

的五年規劃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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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計劃時代：指令性計劃推動國家工業化

起步

「五年規劃」前身是「五年計劃」。新中國建立初

期，中國在蘇聯影響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

制，短期內高效積累了工業建設資源。當時的經濟活

動主要由政府統一安排，衍生出例如「糧票」、「布票」

等資源分配的憑證。中國在 1953年編制了《中華人民

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》（「一五」計

劃），其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推進重工業優先戰

略，以 156 項建設項目為中心，初步建立獨立工業體

系，奠定日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。其本質

是通過指令性發展指標和統購統銷制度，將資源生產與

分配全面納入國家計劃軌道，從而快速推動工業化與基

礎建設發展。從「一五」計劃到「五五」計劃，國家重

點佈局重工業、基礎建設與國防工業，相繼建成鞍鋼集

團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等關鍵項目，快速完成工業化從

零到一的突破，為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，同時為當

時的國家安全建立了有力保障。早期五年計劃的核心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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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指令驅動、資源統一分配，以國家力量快速搭建

工業體系，解決建國初期產業空白、基礎薄弱的核心

難題。從「六五」計劃起，「經濟發展計劃」進一步拓

展至社會發展維度，更名為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

劃」，以配合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，

具有改革的標誌性意義。總體上說，「一五」計劃到「五

五」計劃階段，國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；而

「六五」計劃到「十五」計劃階段，則主要以推進改革

開放與改善民生為發展主線。

（二） 從計劃到規劃：憲法修正與市場經濟體制

轉型

2006年起，「五年計劃」正式更名為「五年規劃」，

此前負責規劃統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

（國家計委）也早於 2003年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

發展和改革委員會（國家發改委）。國家的資源配置方

式由以計劃性指導為主走向以市場機制為主導，政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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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從直接控制市場主體轉為在宏觀層面進行引導與戰

略規劃。一字之變，反映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核心轉型，

從此告別了以行政指令直接管控市場主體的舊模式，

確立了市場主導資源配置、政府做好宏觀引導的核心

邏輯。

國家計委改為國家發改委，是與「計劃轉規劃」完

全同步的核心改革：職能從過去下達硬性生產指標、統

一管控資源分配，轉為宏觀戰略統籌、產業發展引導、

區域協調發展與規劃法治保障，標誌着治理模式從行政

指令驅動走向市場機制引導。

這一轉變，根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進程，通

過《憲法》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）修正與經濟制度

改革開始醞釀。1992 年，中共十四大明確建立社會主

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。1993 年，憲法修正案正

式以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取代了原有「計劃經濟」的

表述，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。與此

同時，「國營經濟」「國營企業」也改稱為「國有經濟」

「國有企業」，這一修改釐清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法律關

係，使企業真正成為適應市場的法律實體和競爭主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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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年的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提出「公民的合法的私

有財產不受侵犯」，並將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」寫入

憲法，進一步從法治層面確認市場經濟、私有財產與人

權保障。上述 1993年、2004年兩次關鍵憲法修正，從

法治層面保障市場主體權益、釐清政企邊界，為民企發

展、外資入局、市場自由競爭築牢了制度基礎。

從計劃到規劃，這種轉變的核心原因在於中國自

身經濟體制的重塑。自 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

的改革目標，再到 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市

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先後經歷了中共十四大提

出「基礎性作用」、中共十六大提出「在更大程度上發

揮基礎性作用」的演變，直至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升級

為「決定性作用」。在「一五」計劃至「五五」計劃時

期，政府直接管控企業生產、分配、投資等微觀經濟環

節，資源配置高度依賴政府行政命令。隨着國家改革開

放，中國在「六五」計劃至「十五」計劃階段逐步推進

市場化改革，指令性指標大幅縮減，規劃整體以指導

性、預測性指標為主體，僅保留少量必要的約束類指令

指標，政府的行政職能相應開始更多依賴財政政策、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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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政策、產業政策與法治手段進行宏觀調控與公共服務

供給，引導市場發展，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。

大量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法律也自 80年代起逐步建立與

完善，包括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合同法》等與市場運行息息相關的法律。香港在改革

開放過程中發揮了獨特、不可替代的示範作用，諸多商

事法律制度與市場運作經驗，都成為內地制度建設的重

要參考來源。市場地位的持續升級，搭配完善的商事法

制體系，充分釋放了內地市場活力，也讓內地市場規則

不斷與國際接軌，香港的制度優勢價值進一步凸顯。中

國內地通過在國企改革與市場化改革深化過程中不斷探

索與調整，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場經濟治

理模式。從國家「十一五」規劃起，規劃進一步定位為

國家發展戰略藍圖。當時依據官方的定位，市場在資源

配置中仍是起「基礎性」作用，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

中全會則作出理論升級，明確市場起「決定性」作用，

而政府則突出宏觀性、戰略性、政策性作用，負責設置

預期性與約束性指標，聚焦戰略引導、底線保障與系統

治理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轉變為「有效市場 + 有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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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」。規劃的編制過程也從早期以內部統籌為主，逐步

走向開門編制、民主協商，並嚴格落實提交全國人大審

議的法定制度安排，科學性與合法性持續提升。

（三） 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與 2035年遠景目標

體系

2021年至 2025年是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的實施時

期。「十四五」規劃設置了 20 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

標，涵蓋經濟發展、創新驅動、民生福祉、綠色生態、

安全保障五大方面，佈局 17方面重大戰略任務，提出

102 項重大工程項目，並分拆成 5111 項子項目落實執

行，以確保五年規劃落地。在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收官

之年——2025年底驗收時，20項主要指標基本全部完

成，17 方面重大戰略任務和 102 項重大工程項目也圓

滿收官，並取得多項超出預期的成果。例如中國常住人

口城鎮化率達到 67.89%，超出了原本 65%左右的預期

目標；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10%，超過了規


